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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在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南麓的一
个小土岗上发掘了孙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之

墓，朱然墓是迄今为止墓主身份明确、地位最高的

孙吴贵族墓 * & +。时隔 &!年后的 &(()年 (月，当地
文物部门在朱然文物陈列馆扩建工程中，又在朱

然墓前方发现 ’ 座同时代的砖室墓，其中 ,& 规
模最大，砖室全长超过朱然墓，被公认属朱然家族

墓 * ! +。然关于此墓的具体年代和墓主身份，自发掘

之日起，一直争议较大。一种观点认为墓主是朱然

之子施绩，施绩卒于孙吴晚期 * % +；另一种观点则认

为墓主是朱然养父朱治，朱治卒于孙吴早年 * ’ +。笔

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兹就其具体时代和墓主

身份加以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显而易见，分析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比

较朱然家族墓与朱然墓的相对早晚。若两墓早晚

关系确定，则墓主身份势将迎刃而解。据史籍记

载，在所涉及的 %个历史人物中，朱治卒于黄武三
年（!!’ 年），朱然卒于赤乌十二年（!’( 年），施绩
卒于建衡二年（!-"年）* . +。朱治、施绩卒年相差 ’"
余年，与朱然比较则仅相隔 !"余年。同时，由于孙
吴时期的纪年墓葬材料不多，本地区可堪比较的

典型墓例十分有限。要在相距如此之近的墓葬年

代中进行取舍，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而从考古发

现看，朱然墓属合葬墓，其前、后室各置一具黑漆

木棺；朱然家族墓从后室铺设的砖砌棺床推断也

内容提要 &(() 年发掘的朱然家族墓是一座与朱然墓同样重要的孙吴墓葬。本文对两墓的形
制结构、墓砖、出土遗物及在墓地内的排葬次序进行了重点分析，认为朱然家族墓时代比朱然墓早，

墓主可能是朱然养父朱治。文章进而认为包括朱然家族诸墓在内的今马鞍山市采石周围地区发现的

其他高等级大型孙吴贵族墓颇疑与葬于牛渚的孙策、孙休二陵有关，是这个陵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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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葬墓。由于合葬的两人入葬有先后，墓内各自

所属的随葬遗物本身还存在或长或短的早晚差

别，这又增添了从出土遗物方面区别墓葬相对早

晚的难度。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据两墓形制结构、

出土遗物，尤其是葬地茔位等方面的一些特点，对

其相对早晚进行界定。

从墓葬的形制结构观察，朱然墓与朱然家族

墓皆为平面呈“吕”字形的双室墓，均由墓道、封门

墙、甬道、前室、过道、后室等部分构成。两者的主

要区别在于：后者封门墙内、甬道前端设置一道石

门，前室顶部为“四边券进式”穹隆顶（图一）；而前

者无石门，前室顶部为“四隅券进式”穹隆顶（图

二）。石门本身可能不具备断代的意义，仅与墓葬

的等级有关。已经发掘的长江下游江苏、安徽等省

的孙吴、西晋时期墓葬中，墓内设置石门并不多

见，除朱然家族墓外，只见于南京上坊孙吴墓 ! " #、

马鞍山宋山孙吴墓 ! $ #、宜兴周墓墩西晋 %&!’ #和

%(!) #等大型贵族墓。它们的砖室全长都在 &* 米
以上，超过了朱然墓的规模，可证石门是墓主较高

身份地位的象征。换言之，从墓葬规模及墓内石门

设置的情况看，朱然家族墓墓主的身份地位要比

左大司马、右军师、当阳侯朱然高显。

再看结顶方法的差异。众所周知，“四边券进

式”穹隆顶是东汉以来的传统墓顶结构，在马鞍山

地区一直沿用至东晋时期。而从目前的考古发现

看，“四隅券进式”穹隆顶是一种新兴的技术相对

更为复杂先进的墓顶结构，最早发现于河南南阳

第二化工厂 +& 号画像石墓 ! &* #和邢营 %+!&& #等东

汉晚期墓。至孙吴早期，已影响到长江中游的湖北

鄂州地区，如鄂州 %++&,前室即为“四隅券进式”

穹隆顶 ! && #，但为数不多。而在长江下游地区，最早

的纪年墓例即为赤乌十二年（+() 年）的朱然墓，
主要流行于孙吴中期以降。虽然这两种结顶方法

在南京、马鞍山等地的孙吴、西晋时期墓葬中皆有

发现，但是比较而言，墓葬规模较大或墓主身份较

高者，如上坊中下村孙吴墓、上坊棱角山天册元年

（+$, 年）墓 ! &- #、宜兴周墓墩 %& 和 %(、板桥石闸
湖西晋墓 ! &( #等，多用这种新兴的“四隅券进式”穹

隆顶。上坊中下村孙吴墓据分析是一座孙吴宗室

王陵，棱角山天册元年（+$,年）墓据出土砖铭，墓
主可能与“臾侯”有关，周墓墩 %& 和 %( 墓主属
有“江东之豪，莫强周沈”之称的义兴豪族周氏，石

闸湖西晋墓墓主是大中大夫、高平太守侯府君，都

属地位较高的宗室或贵族；而使用传统的“四边券

进式”穹隆顶结构的墓葬似乎墓主地位明显较低，

如南京幕府山孙吴五凤元年（+,( 年）%+、江宁索
墅西晋太康元年（+’* 年）墓 ! &, #，前者墓主为无职

的大男黄甫，后者墓主为无职的江乘人朱氏。因

此，我们怀疑长江下游地区孙吴中期以降，这种新

兴的“四隅券进式”穹隆顶代表着一种官式墓葬建

筑类型，流行于较高等级的宗室和贵族。“四边券

进式”穹隆顶则为一种传统的民间墓葬建筑类型，

多使用于较低等级的一般贵族和普通民众。朱然

家族墓从前析墓葬的规模和石门的设置看，墓主

身份要高于朱然，但其前室墓顶仍使用传统的“四

边券进式”穹隆顶，那就只能说明其时代早于流行

“四隅券进式”穹隆顶结构的孙吴中期。

需要进行分析的还有两墓的墓砖。朱然墓墓

砖有两种：一种质量较高，为特制大砖，约占总数

的 ’*.，在其侧面模印篆文吉语“富且贵，至万
世”，句首、句中、句尾还以钱纹相隔，在其端面模

印篆文吉语“富贵万世”或“富且贵”；还有一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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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小砖，数量较少，主要用于挡土墙上部、墓顶

和加固的砖垛。朱然家族墓墓砖分三类：前两类为

普通长方形和楔形小砖，数量占绝大多数，砖上多

模印钱纹、对角线纹、同心圆纹和几何纹等；第三

类为与朱然墓相近的特制大砖，砖的侧面和端面

也模印有篆文吉语“富且贵至万世”、“富贵万世”

等铭文，但其数量极少，仅在甬道的券顶、前室左

前壁 !" #$米处和后室左侧残存的券顶几处发现，
且质量较差，难以取下完整的墓砖。考古发现证

明，这种篆文吉语大砖不见于本地区孙吴早期的

独家墩大墓 % !& ’。除朱然墓、朱然家族墓外，还见于

宋山大墓、采石翠螺山墓等孙吴中晚期墓葬，被推

测是马鞍山地区孙吴上层贵族墓葬特有的一种墓

砖 % !( ’。然而朱然家族墓墓葬主体却为普通长方形

和楔形小砖砌建，砖上模印的各类花纹见于独家

墩三国早期墓，亦见于本地区其他一般孙吴、西晋

墓葬。如果其时代与朱然墓相当或晚于朱然墓，那

么这样一座高等级的墓葬主体，也应该像朱然墓、

宋山大墓一样，使用为当时上层贵族墓特制的模

印吉语的大砖，但事实上，此墓只有部分墓顶及接

近券顶的墓壁几处发现极少

量这种特制大砖。所以，实际

情况很可能是，朱然家族墓的

时代早于朱然墓，当时还未开

始烧制这类特殊大砖，故其主

体使用了一般的花纹小砖。但

至孙吴中晚期，此墓或因被

盗，或因自然坍塌，部分墓壁

和墓顶经过了修补，修补的部

分自然使用较后上层贵族墓

方始流行的吉语大砖。

关于出土遗物，我们先作

几点说明：其一，朱然家族墓

早年遭严重盗扰，出土

遗物现状远不能反映

当初入葬时的全貌。其

二，此墓是一座合葬

墓，如果后葬者距墓葬

的修建时间较长，则出

土遗物时代就要相对

晚于墓葬时代。故对此

类合葬墓的断代须格

外慎重，不能简单地把

随葬品时代等同于墓

葬时代，而应该全面分

析它的形制结构和出土遗物，然后综合考虑它的

具体时代。其三，从方法论上看，我们可以根据若

干墓例总结一般规律，但所得出的一般规律，却未

必适用于所有墓例。以朱然家族墓为例，有研究者

根据马鞍山地区孙吴中期至西晋时期的墓葬中青

瓷器逐渐增多、陶器逐渐减少的趋势，以及朱然墓

中出土多件陶器，朱然家族墓中未见一件陶器的情

况，得出朱然家族墓晚于朱然墓的结论。其实，这样

的陶瓷器数量变化趋势也同样见于南京地区的同

时期墓葬，却不能因此认为所有墓葬必须符合这一

趋势。有些墓葬情况似乎恰恰相反。如南京中华门

外古长干里一座建安二十四年（)!*年）砖室墓内，
除一件陶灶、堆塑罐外，均为青瓷器 %!# ’。而江宁周

岗一座西晋太康六年（)#+ 年）墓中，瓷器仅占 &
件，陶器数量则达到 !& 件 % !* ’。其四，选择进行分

析比较的遗物须是典型器。所谓典型器就是出土

数量较多，器形及装饰变化比较明显的器类。朱然

家族墓中出土有类型较多的青瓷模型明器，但这

些模型明器均属手工捏制，器形变化的偶然性较

大，故不宜作为典型器进行分析。同样不宜作为典

马鞍山孙吴朱然家族墓时代及墓主身份的分析马鞍山孙吴朱然家族墓时代及墓主身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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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器的还有墓中出土的青瓷羊形烛台，同类器以

往仅见于南京清凉山孙吴甘露元年（!"#年）墓 $ !% &

和西岗西晋墓 $ !’ &等个别墓葬，还难以总结其器形

变化的规律，不能将它们外观上的大体相似简单

地理解为同一时期的产品。

朱然家族墓中大多数遗物的时代虽难以给出

十分明确的断限，但有些器物和现象却透露出不

少有价值的信息。首先是一件青瓷钱纹大罐，其外

壁上下满身拍印 ( 层四出“大泉五十”钱纹。根据
有关学者研究，这类钱纹陶瓷器主要流行于东汉

中晚期至吴晋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

区，其器形和装饰早晚演变的规律是：器体从上到

下拍印钱纹的层数由多到少，下腹部的几何纹则

逐步向上发展到腹中部，甚至到上腹部，而所饰的

钱纹则由早期的拍印有力、图案清晰到逐渐模糊

难辨，或为无文钱纹 $!! &。马鞍山及其邻近地区出土

的钱纹陶瓷器与这一规律相吻合。如孙吴中期朱

然墓出土的一件釉陶钱纹罐，上腹拍印 "层钱纹，
钱纹已模糊，下腹拍印蕉叶纹。郎溪一座东晋墓中

出土的一件釉陶钱纹罐，腹部拍印 ) 层无文钱纹
和斜方格纹，斜方格纹已侵至上腹部（图三）$ !) &。朱

然家族墓出土的钱纹罐通体拍印“大泉五十”钱

纹，未见几何纹样，属于钱纹陶瓷器的早期式样。

值得注意的现象还有，朱然家族墓出土的瓷器

中，除一件羊形烛台胎釉结合牢固，为典型越窑瓷

器精品外，余以猪圈、马圈、厕圈和长舌及地的镇墓

俑等为代表的大多数瓷器均青灰釉，质量较差，釉

层大部分剥落。这类瓷器明显不属江浙地区窑口产

品，与本地区朱然墓、宋山大墓等孙吴中晚期墓出

土的越窑系瓷器有着天壤之别，而与佳山孙吴墓出

土的瓷器同属一类 $!* &。学术界已经注意到它们与长

江中游鄂州等地的孙吴墓葬中出土瓷器的相似性，

认为有可能就是来自长江中游的产品 $!# &。特别是朱

然家族墓中出土的长舌及地的镇墓俑，佳山孙吴墓

出土的穿山甲、人面兽身镇墓俑 $!" &等，更是仅见于

长江中游地区，而绝不见于近旁的孙吴都城建业

地区的孙吴墓葬。为什么马鞍山地区的孙吴墓葬

中会出现上述两个不同系统的瓷器类型？它们之

间会不会有时代上的差异？

这个问题必须从孙吴早期定都的历史说起。

建安二十六年（!!’年），孙权将治所由公安（今湖
北公安）迁徙至鄂，改名武昌（今湖北鄂州）。直到

孙权已正式称帝的黄龙元年（!!+ 年）九月，他才
把都城迁至长江下游的建业（今南京）。武昌作为

孙吴早期的政治中心达 , 年之久，这期间其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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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文化必然向辖域内的其他地区输出，马鞍山

地区出土的这部分鄂州系统的瓷器很有可能就是

这一时期来自长江中游或受其影响。而当迁都至

建业之后，马鞍山地区作为京畿的首善之区，其经

济、文化必然主要在建业的辐射范围内。概言之，

以朱然家族墓、佳山孙吴墓为代表的孙吴墓中出

土的鄂州系统瓷器，其时代可能多在迁都建业之

前的孙吴早期。而以朱然墓、宋山大墓为代表的孙

吴墓中出土的江浙系统瓷器，其时代多在迁都建

业之后的孙吴中晚期。佳山孙吴墓还出土一件青

瓷盘口壶，盘口小而浅，肩饰水波纹，其器形和装

饰都极少见于长江下游地区孙吴中晚期的同类瓷

器，也是该墓时代较早的证据之一。此外，同样出

土长舌下垂的青瓷镇墓俑的安徽全椒卜集孙吴

墓，墓中发现的香熏、仓、洗、钵等瓷器均素面，不

见稍后流行的菱形纹、网格纹、联珠纹等，也应该

是一座孙吴早期墓（图四）! "# $。

从两墓在茔地所处的位置，也能判断它们之

间的相对早晚。这一墓地为南向，发现的 %座墓葬
分前后两排，朱然墓位于后排的左（东）侧，前排则

有 & 座墓葬由西向东有序排列，依次编号为 ’&、

’(、’"、’)，其中 ’( 就是本文所析的朱然家族
墓。显然，这一墓地经过精心的规划，各墓按照一

定的原则落葬在相应的位置上，墓主毫不疑问同

属一个家族。在这个家族墓地内，朱然墓独属后

排，似乎存在一定的独立性，它虽与前排以 ’(为
中心的 & 座墓葬相关连，但所联系的层次显然没
有这 &座墓葬之间那么密切。换言之，朱然墓和朱
然家族墓（’(）是这个家族墓地的两个中心（图
五）。

六朝时期家族墓地内各墓之排葬次序，尊者

居前、居后并不固定。以南京地区为例，仙鹤观东

晋高崧家族墓地的 ) 座墓葬中，后排的 * 号墓时
代早，地位高，似是尊者居后 ! "+ $。象山东晋王氏家

族墓地，自西向东划为 &个不同墓区，南麓西段和
中段两个墓区发现的 +座墓葬又可划分为前后几
排，前排时代早，则是尊者居前。但以左、右论，则

无论是世家大族墓地，还是聚葬的东晋、南朝帝王

陵墓，则以尊者居右多见。所谓居右，是相对于墓

葬方向而言。若墓地南向，则以西为尊。反之，则以

东为尊。如老虎山东晋颜氏家族墓地，墓地南向,
最西是颜谦夫妇合葬墓，其东是颜约墓，又东是颜

"墓，最东是颜镇之墓和五号墓。颜约是颜谦弟，
颜"乃颜谦、颜约之侄，尚右的规律十分明显。象
山王氏家族墓地的 & 个墓区，亦自西向东按时代

先后分布，实际上仍以右为尊。西麓的七号墓时代

最早，为东晋早期墓，墓主可能是王彬兄王廙。南

麓西段的王兴之、王丹虎、王闽之，再加上已毁的

王彬墓，时代稍晚，葬于咸康、升平年间。南麓中段

的王企之、王建之等墓时代又晚，葬于泰和年间。

而夏金虎非王彬正室，又卒于更晚的太元十七年

（)-"年），故葬于更远的东麓（图六）。仙鹤观东晋
高崧家族墓就前后两排而言，虽如前析为尊者居

后，但实际上后排的 * 号墓居最西，前排的 " 号
墓、) 号墓在其前方的东侧，仍以右为尊，并且前
排的这两座墓葬西侧的 "号墓主是东晋中期的高
崧夫妇，东侧的 ) 号墓主被推测是卒葬于东晋晚
期的高崧子高耆夫妇，亦以右为尊 ! "- $。仙鹤山孙

吴家族墓地内已发掘或探明的 * 座墓葬，由西向
东呈一行排列，墓前的共用排水系统愈向东愈深，

最东侧的 ’& 近旁便是排泄各墓积水的水塘，其
时代最晚，故亦以右（西）为尊 ! ). $（图七）。再看本

地区当涂新市镇来陇村发现的南朝墓地，& 座墓
葬由西向东依次排列，具有典型时代特征者有 ’(
和 ’&，其中前者在西，甬道中设木门，直棂假窗上
有“凸”字形灯龛，相对时代较早。后者在东，后室

棺床上铺石棺座，直棂假窗上设火焰形灯龛，相对

时代较晚，亦以右者为尊（图八）! )( $。朱然家族墓

位于朱然墓西南侧（即右前方）)&/ "米处，根据前
述六朝家族墓地内尊者居右的一般规律，其时代

要早于朱然墓，是这一家族墓地的祖墓。

总之，无论从墓葬的形制结构，从出土遗物，

还是从墓葬在茔地的葬位看，朱然家族墓的时代

都要比朱然墓早。

马鞍山孙吴朱然家族墓时代及墓主身份的分析马鞍山孙吴朱然家族墓时代及墓主身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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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前文分析已知，朱然家族墓较之朱然墓时

代早，等级高，则其墓主非朱然养父朱治莫属。朱

治，字君理，丹阳故鄣人。朱治与孙氏集团二代三

主皆有较深的渊源关系。他早年追随孙坚四处征

伐，立下汗马功劳。孙坚死后，朱治尽心辅佐孙策，

力劝孙策平定江东。时孙策与移治曲阿（今镇江丹

阳）的扬州刺史刘繇产生矛盾，但其母及弟孙权等

家人仍寄住曲阿，为避免不测，朱治曾派人到曲阿

迎其家人至历阳，一路“供奉辅护”，故与孙氏“甚

有恩纪”。孙策死后，朱治又与张昭、周瑜等人尊奉

孙权，委心服事，征讨夷越，佐定东南，是孙吴一朝

重要的开国功臣。黄武元年（!!!年），孙权受封吴
王后，朱治被封毗陵侯。次年，又拜为安国将军，金

印紫绶，徙封故鄣侯。不仅如此，史载孙权“及为吴

王，治每进见，权常亲迎，执版交拜，飨宴赠赐，恩

敬特隆。至从行吏，皆得奉贽私蘒”，所受殊荣，非

同寻常。朱治对孙权于国有功、于家有恩，其墓葬

规模、等级超过其子左大司马、右军师、当阳侯朱

然墓则完全可以理解。

朱然，字义封，本姓施氏，系朱治姊之子。朱然

年十三，朱治因为无子，乃表启孙策以朱然为嗣。

后朱治陆续有才、纪、纬、万岁诸子，朱然乃有心归

宗。《三国志》朱然本传载：朱治死后，“然为治行丧

竟，乞复本姓，权不许。”今从朱然墓中出土的名刺

上仍称“故鄣朱然”看，直到朱然死后，其归宗的愿

望也没能实现。朱然之卒地，本传虽无明确记载，

但云：“（然）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

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然皆遣使

表疾病消息，权辄召见，口自问讯，入赐酒食，出送

布帛。”孙权与朱然之间问疾和表疾的使者相望于

道，不像在距离遥远的两地，很可能就在都城建

业。但朱然卒后既没有归葬故鄣朱氏故里 " #! $，也

没有就近葬在都城建业近郊，而是移柩至与其为

历官、封地 " ## $似乎都没有联系的今马鞍山市雨山

之原。这个问题，过去很让人费解。若笔者所考朱

然家族墓墓主为朱治属实，则朱然归葬乃父墓次

则于礼于情两相释然。至于朱治为何安葬此地，将

是我们后文需要着重探讨的另一个问题。

这个墓地除朱然墓、朱然家族墓外，与朱然家

族墓同居前排者还有 #座早年遭严重毁损的小型
砖室墓，其平面均呈“凸”字形，砖室全长皆不足 %
米（表一）。发掘者认为这“三座小墓的墓葬形制、

墓砖规格与马鞍山地区已清理的西晋时期墓葬相

同，应属西晋时期。但由于埋葬较浅，排列基本无

序，应该不是朱然家族成员的墓葬。”实际上，无论

是南京地区，还是马鞍山地区，单从墓砖规格是不

能区别究竟是孙吴时期，还是西晋时期。况且，除

&! 出土 ’ 对银手镯外，各墓皆未发现随葬品，对
墓葬的断代就更无从谈起。这三座墓葬也并非排

列无序，而是呈向心状面朝朱然家族墓，与朱然家

族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墓主推测也是朱然

家族成员。据《三国志》朱治本传记载，除养子朱然

外，朱治有四子，长子朱才“素为校尉领兵，既嗣父

爵，迁偏将军。才弟纪，权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领

兵。纪弟纬、万岁，皆早夭。才子琬，袭爵为将，至镇

西将军。”此 #座墓葬墓室狭小，仅能容纳 ’棺，为
典型的单人葬，有可能即为早夭的朱纬、朱万岁之

墓。朱纬、朱万岁虽然早夭，但与朱治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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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朱然更为亲密，故在葬地的安排上，作为嗣子

的朱然独立置于后排左侧的茔位，而其亲子则左

右相拥朱治而葬。由于 !" 东侧、南侧为曲廊所
隔，其外围施工触及土层较浅，地下或埋有朱才、

朱纪等其他朱然家族成员也未可知。

朱然之子朱绩虽嗣父爵，先后拜镇东将军、骠

骑将军、上大将军、都护督、左大司马，可谓官高位

重，却不可能与朱然葬于同一墓地。因为《三国志》

朱绩本传记载，早在五凤年间（#$% & #$’ 年），朱
绩已“表还为施氏”，算是代其父完成了归宗的遗

愿，故《三国志》、《晋书》等的有关记载中都称为

“施绩”，而不称“朱绩”。施绩既然已经归宗还复本

姓，建衡二年（#() 年）四月卒后自当入葬施氏祖
茔，绝无再葬其父朱然墓葬所在的朱氏祖茔之理。

施绩或朱然的本来籍贯，《三国志》本传虽未

有记载，但既然朱然为朱治姊之子，则一般情况下

其籍当距故鄣不远。检之史籍与相关考古发现，

《三国志》卷五十九《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载末

帝孙皓时有吴兴人施但，《陈书》卷三十一载有施

文庆者，为吴兴乌程人，南京象山出土的东晋王闽

之墓志称其妻为“吴兴施氏”* "% +，颇疑这三人与施

绩同籍。梁陶弘景《真诰》卷十二云：“施淑女，山阳

人施绩女也。”其后小注更明确记载：“施绩，吴兴

人，孙皓时为骠骑将军，守西陵，今云山阳。恐女或

出适，取夫家郡，不尔则乖。”* "$ +吴兴乃孙皓于宝

鼎元年（#’’年）分吴郡、丹杨九县新置之郡，治乌
程县，正与故鄣相邻 * "’ +。又据 ,--# 年陕西长安县
韦曲镇出土的陈宣帝夫人施氏墓志记载，施氏生

临贺王叔敖、沅陵王叔兴及宁远公主，其远祖即为

吴将施绩 * "( +。朱然的名声和影响远远超过施绩，

但施氏墓志未及朱然，正是因为施绩复姓而被其

后人尊为施氏之祖的缘故。

朱治、朱然、施绩等人的墓葬在后世地方文献

中屡有记载。如明成化《湖州府志》卷十一载：朱治

墓在归安县南十二里，施绩墓在归安县南十六里，

朱纪墓在安吉县南五里。《古今图书集成·职方

典》卷九七三《湖州府古迹考》载：“当阳侯施绩墓在

（湖州）城南一十六里”，“三国吴将军朱纪墓在（安

吉州）顺安乡。”《大清一统志》卷二二二《湖州府》

载：三国吴朱治墓、施绩墓在归安县南十六里。清

同治《安吉县志》卷六更详载：“吴毗陵侯、后封故鄣

侯朱治墓在顺安乡姚坞。当阳侯、左大司马、右军

师朱然墓在定福乡黄墓山。镇西将军朱琬墓在顺

安乡姚坞。骠骑将军朱绩墓在定福乡黄墓山 *". +。武

骑校尉、领兵朱才墓在铜山乡朱墓岭。”不过，这些

记载都出自晚期地方文献，有宣扬地方名人之嫌

疑，史料的可信性要大打折扣。朱然墓因为已在安

徽马鞍山市发掘出土，已证其误，其他墓葬的位置

也需要打个问号。

朱然家族墓墓主身份已如前析，很可能是朱然

养父朱治。据《三国志》朱治本传记载，朱治长期执

掌吴郡之政，晚年因“丹杨深地，频有奸叛，亦以年

向老，思恋土风，自表屯故鄣，镇抚山越。”并“在故

鄣岁余，还吴。黄武三年（##% 年）卒，在郡三十一
年，年六十九。”这段文字虽未直接点明朱治卒亡之

地，但从上下文意判断，大约是死在吴郡（今苏州）。

现在的问题是，朱治既没有葬在他长期执政的卒亡

之地吴郡，也没有就近归葬他的故乡故鄣，更没有

葬在当时孙吴的政治中心武昌（今鄂州），而是长途

移葬至与其历官、封地亦皆无联系的滨江之地今马

鞍山地区，这就需要进行分析和讨论。

今马鞍山市及所辖当涂县境，在孙吴以前，大

部分地区属丹阳县，其西南境据当涂龙山桥镇出

土的凤凰三年（#(% 年）孟罖买地券券文可知，地
属芜湖县 * "- +。朱然及其家族墓葬所在的今马鞍山

市西北滨江的采石地区，古称牛渚，则可能先后属

秣陵县和建业县 * %) +，《后汉书·郡国志》载“秣陵

南有牛渚”，可以为证。其地“西接乌江，北连建

业”，“与和州横江渡相对”* %, +。江岸有牛渚山突出

江中，谓之牛渚圻，为自秦以来的一处重要津渡。

山上不仅有驻军的牛渚营（后改为城），还有屯粮

的牛渚屯，故有“采石之险甲于东南，其地南控楚

疆，东络吴会，扼三江之襟要，溃江淮之腹心”之

誉。可以说，在东汉末年至孙吴迁都建业之前，牛

渚的军事战略地位不在建业之下。兴平二年（,-$
年），孙策首先渡江占领牛渚营，由此转战东南，

“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一举平定江东 * %# +，牛渚

也就成为孙吴江东基业的肇始之地。

建安五年（#)) 年），孙策为故吴郡太守许贡
奴客刺杀身亡。关于孙策葬地，有今苏州、无锡、镇

江丹徒及浙江富阳等多说，未有定论。马鞍山市的

文物工作者则根据地方文献及考古发现的线索，

认为孙策可能葬于牛渚。,-.’ 年 . 月，今采石东
北的雨山乡陶庄村独家墩曾经发掘一座大型东汉

末年（或称三国早期）多室墓。砖室内长 -/ .’、内
宽 (/ (.米，由封门墙、甬道、横前室、过道、并列双
后室等部分构成，其中横前室东壁、南壁、北壁及

右后室的西壁还各设一个耳室，双后室之间有过

道相通（图九），其墓主被推测是有“英气杰济，猛

锐冠世”之称的讨逆将军、吴侯孙策 * %" +。按孙策之

马鞍山孙吴朱然家族墓时代及墓主身份的分析马鞍山孙吴朱然家族墓时代及墓主身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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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亡之地，从《三国志》孙策本传：“先是，策杀（许）

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

击伤策”，以及注引《江表传》：“策归，复讨（陈）登。

军到丹徒，须待运粮。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

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以骑绝不能及⋯⋯猎日，卒

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
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
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
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的记载看，似乎

是在丹徒的江边。当时孙策虽已占据吴郡、会稽、

丹阳、豫章、庐陵等江南诸郡，但包括丹徒在内的

各地局势并不稳定，不仅有吴地旧军阀的残余势

力，还有散居山岭、叛服无常的众多山越人。在这

样复杂的情势下，如果孙策或其继任者孙权把有

重兵把守、安全有所保障的孙氏转战江东新起点

的牛渚作为他的终埋之地，就不是没有可能。就目

前的有限材料，我们固然不能把独家墩大墓指认

为追谥为长沙桓王的孙策王陵，但这座大墓及其

周围包括朱然家族墓、朱然墓在内的其他孙吴早

中期大型贵族墓葬的发现，则无疑为我们寻找有

孙吴“首事之君”、“开国之主”之称的孙策之墓提

供了值得重视的线索。

又据史料记载，牛渚旁还有陵口、东陵口、陵

口戌的古地名。《晋书》卷一百《苏峻传》载：苏峻乱

起历阳，“自率（祖）涣、（许）柳众万人，乘风济自横

江，次于陵口，与王师战，频捷。”《资治通鉴》卷九

十四《晋纪十六》“咸和三年（"#$ 年）”条亦云：是
年正月“丁未，苏峻帅祖涣、许柳等众二万人，济自

横江，登牛渚，军于陵口。”其后胡三省注曰：“牛渚

山，在今太平州当涂县北三十里，山下有矶，津渡

之处，与和州横江渡相对。陵口，当在牛渚山东北，

即东陵口也。”《大清一统志》卷八十四、《江南通

志》卷三十五还记载，因陵口为江滨戍守处，其地

又称“陵口戍”。这几个地名，一般认为与吴景帝孙

休的定陵有关。孙休卒葬于永安七年（#%& 年）。
《二十五史补编》之清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卷一

“陵口”条云：“苏峻济自横江，登牛渚，军于陵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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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也。”然民国《当涂县志·大事记》却载：“（建安）

十九年（#’&年），吴侯权以鲁肃为横江将军，屯陵
口。”其后小注云：“牛渚西北十五里，即思贤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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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建安十九年（#’& 年）之前牛渚附近已有
“陵口”的地名存在了。而在建安年间的江南，能够

称陵的只有孙坚和孙策。孙坚，《三国志》卷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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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陵的作法，但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选择牛

渚作为景帝孙休的陵地。现在看来，若其地早有长

沙桓王孙策的陵墓，孙休再葬此地就不失为一种

较合理的解释。

作为辅佐孙氏二代三主的开国勋臣，在朱治

死后把他陪葬于旧主孙策陵旁，可以说是孙权对

朱治一生业绩的充分肯定，也是能够给予他的一

种崇高政治荣宠。不仅如此，包括朱然家族诸墓在

内的今马鞍山市采石周围地区发现的其他高等级

大型孙吴贵族墓颇疑都与葬于牛渚的孙策、孙休

二陵有关，是这个陵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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